读郑易管见
林忠军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作者选取八条郑玄易注进行详尽疏解。通过解说郑氏易注，作者提出郑玄治易路数是象数、义理兼顾训诂。过去认为郑玄治易偏重象数而疏于人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汉代，以爻辰治《易》和礼治《易》是郑氏易学的特征。郑玄解易不乏真知灼见，但其解释不是唯一的，只是一家之“偏见”。

（一）

乾上九，亢龙有悔。

郑注：尧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周易正义》） 

此以尧之事解说“亢龙有悔”。四凶，指尧时四恶人。《史记·五帝本纪》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贫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又云：“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又根据《史记》《尚书》记载，尧曾流放共工、驩兜、三苗、鲧四个不服从控制的部族首领。如《尚书·尧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有人认为，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就是共工、驩兜、三苗、鲧。郑氏此以尧之末年喻“亢龙”，以四凶在朝喻“有悔”说明乾卦含有物极必反的哲理。 

（二）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郑注：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诗·宛邱》疏）
此取爻辰说注《易》。按郑氏爻辰说，乾坤两卦十二爻每爻纳十二辰：乾六爻自下而上依次为子、寅、辰、午、申、戌，坤六爻自下而上依次为未、酉、亥、丑、卯、巳。其他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与十二辰（地支）相匹配皆以乾坤两卦为基石。即凡阳爻纳支皆从乾卦相应的阳爻，凡阴爻纳支皆从坤卦相应的阴爻。《比》初为阴爻，当取坤初爻纳未。未在天上值东井。东井，天上星名，属二十八宿之南方七宿。《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孔颖达疏：“郑称参傍有玉井，则井星在参东，故称东井。”在汉代人看来，十二辰与二十八宿星相应。如郑注《月令·孟春》“猋风暴雨緫至”云：“正月宿直尾箕。”注《月令·仲春》“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揔至”云：“八月值昴毕。”注《月令·季春》“行夏令……时雨不降”云：“六月值鬼”。注《月令·季秋》“季秋行夏令，……民多鼽嚏”云：“六月宿直东井。”注《月令·季秋》“师兴不居”云：“辰宿直角。”注《月令·季夏》云：“行秋令，则丘隰水潦”云：“九月宿直奎。”注《月令·孟秋》“戎兵乃来”云：“十月宿直营室。”注《月令·仲秋》“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云：“卯直房心。”注《月令·孟冬》“小兵时起，土地亲削”云：“申宿直参伐。”注《月令·仲冬》“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瓠瓜”云：“酉宿直昴毕，昴毕好雨，……子宿直虚危。”六月为未，故坤初值东井。井与水相关，故东井又称水星。巫咸曰：“东井，水星也。”（《开元占经》卷三十六）石氏赞曰：“东井八星主水衡，井者象法水，法水平定，执性不淫，故主衡。”（同上）此将“盈缶”训为从井汲水。卦中井之象来自比卦初爻纳未。缶，本来指盛酒器。《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此指古代汲水器。《坎》六四“贰用缶”即是此意。郑氏从爻象纳未，引出天上东井，又从东井为水星，引出水和汲水器缶，以训释爻辞“缶”。由此看出郑氏以爻辰为象释辞的方法，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三）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郑注：繫，拘也。爻辰在巳，巳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体艮，又与震同体。艮为门阙，于木为多节。震之所为，有丛拘之类。门阙之内有丛木多节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询事之处也。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罢民，邪恶之民也。上六乘阳有邪恶之罪，故缚约徽纆寘于丛棘，而后公卿以下议之，其害人者，置之圆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能复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终不自改，而出诸圆土者，杀。故凶。”（《公羊宣公元年》疏）

繫，通行本和阜阳简作“係”，帛书作“系”。“系”、“係”音同，并通“繫”。《说文》：“繫，繫   也。”“ ”当训为维。《说文》：“    ，繫  也。……一曰维。”段玉裁注云：“  ，也训为维系。”又云：“凡相系者曰维。”《说文》又云：“係，絜束也。”段玉裁注云：“絜束者，围而束之。”故“繫”“係”“系”三者皆有捆绑之义。“拘”有捆绑之义。《周易·随》“拘系之”为其证。郑氏训“繫”为“拘”盖取于此。徽纆，谓古之绳索。《说文》：“徽，……一曰三纠绳也。”“纆，索也。”马融曰：“徽纆，索也。”虞翻曰：“徽纆，黑索也。”刘表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寘，它本多作“置”，《释文》：“寘，置也。”“寘”、“置”古通。此置有投置、放置之意。丛棘，一说为古代监狱。古监狱外种九棘，以防犯人逃跑。虞翻云：“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一说为听狱处。《周礼·秋官·朝士》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礼记·王制》：“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从郑玄注文看，郑氏当属后者。嘉石，指有纹理的石头。郑注《周礼》云：“嘉石，文石也。”古于外朝门外立嘉石，命有罪之人坐其上以耻辱示众。并按罪行轻重分别坐三日、五日、七日、九日。还要服役。《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肺石，古时设于朝廷右门外的石头。民有冤则可以立于石鸣冤。其石赤色，形如肺，故称肺石。《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郑注：“肺石，赤石也。”圜土，指监狱。《释名·释宫》：“狱，确也。……又谓之圜土。筑其表墙，其形圜也。”古对于害人重罪者则置于圜土。《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圆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圆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圆土者，杀。”郑注：“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按郑氏注，此爻是言断狱之事。即将罪犯嫌疑人捆绑置于审议处（丛棘），由公卿根据罪轻重判刑。罪重者在监狱服刑三年，其次服刑二年，轻者服刑一年。若有不思改者而出逃监狱者则处死。此是郑氏以《周礼》注《易》之例证。从卦象看，《坎》上六为阴爻与《坤》上六同，纳巳，巳肖像为蛇，蛇之蟠曲似徽纆，故有“徽纆”之辞。又坎三四五互体艮，二三四互体震，艮震两爻相重，而称“同体”。按《说卦》，艮为门阙，“其于木也为坚多节”。震为春，草木丛生，故有“丛棘”之象。由艮震两象可以看出，门阙内有丛生的多节之木，故有“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又《坎》上六以阴乘阳，故“有邪恶之罪”。

（四）

坎九四， 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郑注：震为长子，爻失正，又互体兑。兑为附决。子居明法之家而无正，何以自断，其君父不志也。 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为巽。巽为进退，不知所从。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议贵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杀其亲之刑。死如，杀人之刑也。弃如，流宥之刑。（《周礼·秋官·掌戮》疏）

   ，其他本多作“突”，帛易、阜阳易作“出”，京房作   。韩自强先生根据《方言》“江湘谓卒相见曰突，一曰出貌”推断，“阜易和帛易出于楚国故地，此处用“出”不用“突”，与楚地方言也许有关”
。郑氏本之于京房。   是古字“子”，   本为“子”倒字，其意谓不孝之子被驱逐。《说文》：“   ，不顺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来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重文作  ，云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也。”高亨云：“突借子，             本字。    者，逐出不孝子也。即流放之流也。古者子不孝则逐出也。”
按照郑意，   如，此指不孝之子不知所往所从。议贵之辟：专指上层人之刑法。古代大夫以上的人犯法可以在判决后以判决之罪与事实不符而再次进行上诉审议然后定罪，称为议贵之辟。按周代刑法，对上层人制订的刑法有八：“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周礼·秋官·小司寇》）郑注：“辟，法也。”流宥，流放。据郑氏解说，此爻辞是言惩处不孝之子。古代之罪，以不孝为大。《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惩罚不孝之子，依罪之轻重，分别定为焚烧、杀死、流放刑法。罪重者焚烧，其次杀死，再次流放。从卦爻象看，离九四爻体震，震为长子，九四爻以阳居阴位失正，二三四互体巽，巽为进退，故不孝之子“不知其所如”、“不知所从”。又离三四五互体兑，兑为附决，故此爻有处决不孝之子之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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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郑注：萃。聚也。坤为顺，兑为说。臣下以顺道承事其君，说德居上待之，上下相应，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巽为木，艮为阙，木在阙上，宫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为长子。五本坎爻，坎为隐伏，居尊而隐伏，鬼神之象。长子入阙，升堂祭祖祢之礼也，故曰“王假有庙”。二本离爻也，离为目，居正应五，故“利见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会，时可干事，必杀牛而盟，既盟则可以往，故曰“利往”。（《集解》）
郑训“萃”为“聚”，取《彖》、《序卦》、《杂卦》之义。《彖》曰：“萃，聚也。”《序卦》云：“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杂卦》云：“萃聚而升不来也。”萃下坤上兑，坤为顺，兑为说。坤为臣，九五为君，九五又处上兑中，故“臣下以顺道承其君，说德居上待之”。由于上下相应，则有事则和通。亨，即通。此卦有亨通之义。此阐发《彖》“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致孝亨也”之义，而释卦辞萃“亨”之义。《方言》：“假，至也。”根据高亨考证，“假”实借为“徦”，同声系，古通用。
《说文》：“徦，至也。”至，即到、登。郑注《家人》“王假有庙”云：“假，登也。”从卦象看，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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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互体为艮，三四五互体巽，巽为木，艮为阙，木在阙上，有宫室（庙）之象。又按照爻体说，四为阳爻为震爻，五为阳爻为坎爻。震为长子，坎为隐伏，五居尊位而隐伏，鬼神之象。长子入阙升堂祭祖之礼。此释卦辞“王假有庙。”阙，又叫“观”，指宫门两旁的台榭。《尔雅·释言》：“观谓之阙。”孙炎注：“宫门双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因谓之观。”《释名》：“观，观也。于上观望也。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萃二为阴爻，即离爻，离为目，有“见”之义。五为阳爻居尊位而为“大人”。二五相应，故卦辞言“利见大人”。萃下为坤，坤为牛。牛在古代家畜中属大牲也。《说文》：“牛，大牲也。”卦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是言大人要大事，必杀牛取血发誓而订立同盟，然后可以行事。《礼记·曲礼下》“涖牲为盟”即“杀牛而盟”。
（六）

鼎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郑注：颠，踣也。趾，足也。无事曰趾，陈设曰足。爻体巽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阴爻而柔，与乾同体，以否正承乾。乾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体，踣其为足之道，情无怨则当以和义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虽失礼，无出道，废远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废远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则废之，
远之，子废。坤为顺，又为子母牛，在后妃之旁侧。妾之列也。有顺德，子必贤，贤而立为世子，又何咎也。（《御览》一百四十五）
颠，帛书作“填”。邓球柏云：“填、颠一声之转，故通用。”
郑氏训“颠”为“踣”，是“蹎”字之假借。段云：“蹎，经传多假借‘颠’字为之。”《说文》：“蹎，跋也。”据段注，跋，经传多借沛字。《论语》、《大雅》“颠沛”皆即“蹎跋”。毛传：“颠，仆也；沛，拔也。”拔同跋。马融注《论语》曰：“颠，沛，僵仆也。”踣、仆音义皆同。孙炎曰：“前覆曰仆。”《左传正义》：“前覆谓之踣。”故蹎、跋、踣义同。趾，古文作“止”，故趾，止互通。《易·艮》“艮其趾”，《释文》引荀氏作“止”。《易·贲》“贲其趾”，《释文》曰：“一本作止。”即是其证，趾、止则指足。《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尔雅·释言》：“趾，足也。”因足又有停止、独处、闲居之义，故引申为“无事”。足，本指人脚趾，因脚趾依次排列，又有“陈设”之义。否正，即不正。出，废弃，此指古代男子对其妻子的处置。古代妇女有七出，即不顺父母，淫辟，无子，不事舅姑，恶疾，多舌，盗窃，犯有任何一条，都可以废弃。从卦象看，此卦有颠趾之象，《鼎》初六为阴爻，为下体巽主爻。按《说卦》，巽为股，初爻居下，故称“足”。鼎足本当承正鼎，但初爻以阴居阳位而失正。二三四互体为乾，乾为君。失正以承乾。于人事，君夫人事君失礼象颠趾。乾为君，巽柔为君夫人。又按爻辰说，初六纳未，未坤位，故坤为顺，又为子母牛。“据初正位在后妃之旁侧为妾，以为夫人则颠趾为妾，则顺而有子者，后夫人宜正妾承君而已”（张惠言《周易郑氏义·礼象》）。郑氏又以古礼后妃、世子废立说明卦辞之义。按照古代礼节，妻犯六出之罪，则驱逐出家而废之，因天子以天下为家，则无所出，故无出道。郑注《同人》六二“天子诸侯后夫人无子不出”，即是此意。王后事君失礼，因无出道，当废而远之，若无子则不废远，而尊贵之。若犯了“六出”其子也因母而废，当立妻之贤者为世子。根据郑意，王后失礼犯六出则废之，其子因之废之，是为“鼎颠趾，利出否”，而立妾之贤子为世子，是为“得妾以其子”。
（七）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

郑注：餗，菜也。（《释文》）糁谓之餗。震为竹，竹萌为笋，餗之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旷官，失君之美道，当刑之于屋中。（《周礼·天官·醢人》疏）餗美馔，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周礼·秋官·司烜氏》疏）蔌为八珍所用。（《诗·大雅·韩奕》疏）
餗，指古代一种菜粥。这种菜是由笋和粮食作成。《说文》餗作“鬻”，云：“鬻，鼎实，惟苇及蒲，陈留谓键为鬻。……餗，鬻或从食束。”此“苇”，指芦笋，郑氏认为即竹笋，其实竹笋、芦笋是一类。这种菜粥，“有米和肉菜之粥，有不和肉之粥”（段注）。按照文意，郑氏所谓餗，指用米和竹笋等做成的八珍粥。糁，即指用米做成的粥。糁，古文为“糂”。《说文》：“糂，以米和羹也。”《礼记·内则》：“析稌犬羹兔羹，和糁不蓼。”郑注：“凡羹齐，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糁，蓼则不矣。”这种菜粥又可称为蔌。《尔雅·释器》：“菜谓之蔌。”据郝懿行《义疏》，蔌，餗之假音。“餗”、“蔌”通。刑剭，通行本作“形渥”，帛易作“刑屋”。 刑剭，是古代一种刑罚，指贵族官僚犯法在屋下受刑，以别于民众市上受刑。故本作“刑屋”，后称“刑剭”。通行本作“形渥”，古通假。《周礼·秋官·司烜氏》云：“邦若屋诛。”郑注：“谓屋读如‘其刑剭’之‘剭’。 剭诛，谓所杀不于市而适甸师氏者也。”《汉书·叙传》：“底剭鼎臣。”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周礼》有屋诛，诛大臣于屋下，不露也。”因此，据郑意，此爻用鼎覆作为比喻，说明为人臣，若倾覆王之美道，等待的是在屋中受刑。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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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郑注：三辰在亥，亥为豕。爻失正，故变而从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为鳖蟹，鳖蟹，鱼之微者。爻得正，故变而从大名言鱼耳。三体兑，兑为泽。四上值天渊，二五皆坎爻，坎为水，二浸泽，则豚利，五以水灌渊，则鱼利。豚鱼，以喻小民也。而为明君贤臣意所供养，故吉。（《诗·无羊》疏）
    按照爻辰说，中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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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两爻为阴爻，当从坤三四两爻爻辰，三爻值亥，亥属肖为猪，三爻以阴爻居阳位失正，故言小猪。豕，猪。《尔雅·释兽》：“豕子，豬。”郭注云：“今亦曰彘，江东呼豨皆通名。”《说文》：“豕，彘也。”豚，小猪。《说文》：“豚，小豕也。”《方言》：“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豬子。”四爻值丑，丑为十二月，万物闭藏。甲虫上有硬壳，似万物闭藏，故甲虫为冬虫。《礼记·月令》：“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郑注云：“介，甲也，甲虫属冬。败谷者，稻蟹之属。”《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其虫介。”郑注云：“介，甲也。象物闭藏地中，龟鳖之属。”《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其虫介。……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郑注：“丑为鳖蟹。”古人认为介虫为阴气所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介虫，介而后生；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所生也。”故郑曰：“丑为鳖蟹。”鱼之微，指鱼之祖先。古人认为介鳞之虫是鱼类祖先。《淮南子·地形》：“介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因四爻以阴爻居阴位而得正，故此爻从大名言鱼。三爻为中孚下兑卦，即为兑爻，兑为泽。四上值丑，“丑上值斗，天渊，星名，在南斗牵牛南”（引自曹元弼《集解补释》）。又中孚二五皆为阳爻，体坎，坎为水，二爻以水浸。卦下体兑泽，则利豚。五以水灌四爻天渊，则利于鱼。豚鱼则为阴气所生而为阴物。就人事而言，则为小民。四为臣，五为君，故三四豚鱼为明君贤臣意所供养而有吉。如曹元弼所言：“阴为民。豚鱼喻小民，谓三四也。二五以中德孚之，君臣合志，施实德于民，故豚鱼吉。”（同上）其实郑氏是对《彖》“孚乃化邦”的阐发。《易纬·稽览图》末有一段与此郑注大略相同。据张惠言、黄奭等人考证，此并非《易纬》本文，“乃郑氏易义之文，后人以《稽览图》者有卦气中孚之义，故引郑氏易说附入以相阐发”。
结  论

郑玄注易象数义理兼顾训诂。唐代李鼎祚在论述郑玄与王弼治易方法时指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周易集解序》）“郑则多参天象”是指与王弼易学比较而言，郑玄治《易》偏重于参天象的象数。据此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郑玄治《易》偏于象数而疏于人事，这是一种误解。由以上郑注看，郑玄易学在注重参天象的象数，又注重含人事的义理。一方面他不能摆脱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由《易》之“观象系辞”推导出以象数治《易》的方法，进而夸大之，在《易传》取象不足的情况下，极力地借助于爻辰、互体、爻体、五行等象参杂以天文历法数学为主的自然知识注《易》。另一方面，他似乎看到自西汉以来专以象数治《易》存在的问题。《周易》系辞除了观象以外，还与当时的文字、社会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历史事件相关，这些以人事为内容的易辞，单用象数的方法揭示其本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于人文知识和由人文所提供的方法加以诠释。其中以史治《易》、以礼明《易》是明人事、重义理的人文方法，也是郑玄常用治《易》的方法。从易学发展视之，郑玄义理方法对后世易学影响与其象数相比，毫不逊色。郑玄以其在易学史乃至整个经学史上显赫的地位和易学独特的风格，直接或间接对魏晋以后尤其两宋义理之学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我们审视和探寻魏晋以后易学由关注偏于天道的象数向关注偏于人事的义理转变、由此而形成的以凸显义理为主要目的的治易风格时，不能忽略郑玄所使用的义理方法对于后世的启迪。同时，应当看到郑玄义理方法与后世义理之学有本质区别。郑玄义理方法是在训诂学视野下对于《周易》经传固有的人事的关注，重在诠释《周易》本义；而魏晋以后义理之学则是以笺注为形式，通过解读《周易》经传，体悟圣人之意，阐发具有哲学意义的义理。
训诂方法也是郑玄易学重要方法。两汉是训诂学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经学发展需要，形成了专门训诂学著作，如《尔雅》、《说文》、《方言》等。另一方面，训诂学形成推动了经学发展，二者共存互动，因而形成了以笺注为主要形式、以彰显经学本义为指归的两汉经学研究。郑玄是大经学家，也是大训诂学家。说他是经学家，是因为他遍注群经，说他是训诂学家，因在注经时使用了训诂学。并且他对于训诂学是有贡献的。今人张舜徽先生撰写《郑学丛著》，以郑学叙录、郑氏校仇学发微、郑雅、演释名等题，系统地总结了郑氏在经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高度评价了郑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如郑玄在训诂学贡献表现在他注经因文立注训，各有依据，能用古训者则用之，不能用之则旁征博引，辨别上下文意，自创新解，以通经义。这一点与许慎不同：“郑氏注经，与许氏解字之体不同。注经职在畅通经意，多因文立注，而引申假借之义为多；许书则以阐明文字本义为主，二者固有辨也。”
其次，他在音训方面，经常通过“声类”“音类”相同相近，训释字义，这是他的发明创造。就易学而言，郑玄治易不仅注重象数和义理人事，而且崇尚训诂，从文字学训释《周易》经传的字义，这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

就象数而言，郑氏以爻辰注《易》在汉代独具特色。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就是倡导、整合和运用爻辰说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西汉遗留下来的爻辰说，通过融旧铸新的改造，将其说作为一种工具或方法引进《周易》诠释中。郑氏这一做法，虽然未必真正符合《周易》作者的本意，但对于两汉象数易学乃至整个易学的建构和发展来说，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其哲学意义在于“郑玄由爻辰说进一步把卦卦联系、卦物联系和万有间的联系涵摄进来，完成一全息的爻位理论，它实际上包含着一个繁杂多层的开放型场有系统。因此乾坤十二爻辰说是郑氏易学中最大的象数学，而其中反映的义理又是最高的义理，即‘乾坤其易之缊、易之门’的郑易宗旨”。

郑氏取爻辰说注《易》，将自然科学知识融入易学研究当中，一方面显示了郑氏知识的渊博及用这渊博知识诠释易学时流露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另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观象系辞“的论断，揭示象辞的内在联系，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客观上为易学注入了生机。然而，从《周易》文本看，其注释多傅会曲解，不符合易作者的本意。即易作者并不是如此观象而作易辞。清儒王引之指出：“坎六四尊酒簋，贰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于斗所斟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是似之簋与缶，不亦迂回而难通乎？”王氏之说极是。由于这个原因，郑氏爻辰说遭到了历代学者非议。有的易学家（包括一些象数易学家）视郑氏爻辰说为易学别传非易学之正宗，而不予以理睬。甚至大动干戈，对郑氏这一学说进行猛烈的抨击。如魏晋王弼以老庄解《易》，剥落包括爻辰说在内的各种象数思想。唐代孔颖达奉命撰《周易正义》，则黜郑存王。同时代的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博采已佚的汉魏象数易学，独不取郑氏爻辰说。清儒焦循更视郑氏爻辰为“谬悠非经义”（见焦循《易图略》）。几经摧陷，郑氏爻辰说在易学领域几乎失传。幸而在《周礼》《礼记》《诗经》等一些注疏的著作中被引用得以幸存。经过宋代朱震、王应麟、清代惠栋、钱大昕、张惠言、何秋涛等人起废扶微，溯本求原，阐明义理，而使郑氏爻辰说凸显于世，发扬光大。

就义理而言，郑氏以礼治《易》在汉代独辟蹊径。
        《礼》是儒家的经书。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称为“三礼”。《周礼》又称《周官》，其内容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记述先秦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的典籍，原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此书在西汉被发现时，“冬官司空”已亡佚，故取《内容》相近的《考工记》代替。《周礼》按照天地四时观念设立六官：天官冢宰，负责以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地官司徒，掌管土地和户口及其赋税和徭役；春官宗伯，掌管祭祀和礼仪之事；夏官司马，掌管军政，负责保卫疆土；秋官司寇，掌管刑法，负责治安。冬官司空，主管百工和土木建设。旧说为周公所撰，但学界多认为非一时一人完成的，是自西周始、经春秋战国逐步完成的。

《仪礼》，汉人通称《士礼》或《礼经》，晋代始称《仪礼》。《士礼》十七篇，是西周、春秋礼仪制度总汇，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礼本来是协调人与人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原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后来演化为古代统治者在处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进行宗教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必须遵循的典章礼仪。礼是儒家学说之根本，儒者以礼安身立命。按照现代学者研究，《仪礼》始于周公，成于周室之史。
又有学者提出孔子及其后学编撰而成。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今本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根据现代许多人考证，《礼记》是西汉作品，但单篇或数篇形式流行的《礼记》在战国时代定型和流传。
它是儒家礼学论文汇编，其内容是对《仪礼》解释和补充，通论礼的原则和意义。

《三礼》和《周易》本来是不同性质的书，如《庄子·天下》所言“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又如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是故《礼》以节人，……易以道化。”（《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是，他们作为儒家的经典，又有着相通之处，如《周易》古经中保留了许多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社会生活方面有关礼的内容，经过儒家的阐发，成为当时规范人们行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人与人关系准则，与礼学相表里。也就在这个意义上，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赞叹（《左传》昭公二年）。正是由于《周易》与礼这种特殊关系，以礼解易才成为一种独特易学方法，在易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以礼注《易》开始于郑玄，也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它作为一种方法从宏观上说，也是以史注《易》一种表现形式。从取象角度言之，此为以礼象注《易》。当然这个象不同于象数易中的其他象。一般说来，象数易学中的象，是八卦所固有的或由八卦延伸出的特定的象，而礼象既不是八卦固有的象，也非直接由八卦延伸出的象，而是取自于记载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三礼》。由以上引郑注看，郑玄或直接取自《三礼》，或借助于互体、爻辰、爻体等方法取象，然后根据取象推演出礼制，从而达到注易的目的。郑氏在注《坎》上六时先用互体取象，然后根据取象引出《周礼》关于外朝处理刑狱的记载，解说此爻爻辞。由于这些礼象反映的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属于人事，故我们又把此法注《易》视为明人事的以史注《易》方法。

郑氏以礼注《易》，当归于他对于三礼的精湛研究。西汉《仪礼》十七篇作为官学流传，《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后在民间发现《礼记》和《周礼》。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所得先秦古文旧书中有《周官》、《礼》和《礼记》，新发现《周官》和《礼记》在东汉虽未立于学官，但它们作为珍贵的文献，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周官》、《礼记》与官学《仪礼》成为三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卢植等皆治礼学，郑玄发挥旁通，融旧铸新，尽注三礼。《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受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根据《年谱》，在党锢期间，郑氏注《三礼》，且用力最勤，研究最精。如郑珍所言：“按如康成《自叙》，则遭禁杜门，十四年中，其精力全用在《三礼》也。”（《传注》）袁翻云：“郑玄训诂《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魏书·袁翻传》）郑氏注《周易》较晚，《周易注》在他去世前成书的，即《周易注》是封笔之作。由此可以看出，他注《周易》之时，经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学问已融会贯通，精微博大。那么他用倾注一生包括三礼在内的知识和学问解读《周易》当在情理之中。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作为解释对象——《周易》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即“系辞”的随意性和复杂性以及语言晦涩古奥，郑玄用任何一种体例都不可能以一贯通之融通卦爻辞，只有依据卦爻辞不断改变注易方法，或者多种方法并用，才能真正实现解释《周易》目的。郑玄运用其所掌握方法已经完成这一解释的任务，其中许多理解和解释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他的解释在汉代还不是唯一的，只是一家之言。对于许多卦爻辞解释，汉儒各持其例，自立门户，而郑氏理解和解释不能完全驳倒和取代其他汉儒易学的解释，这说明了他的解释只是个人视野下的“偏见”。

�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第115页，三联书店2000年。


�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48页，中华书局1990年。


�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269页，中华书局1990年。


� 自“若其无子”至此十九字，《御览》无，据《仪礼·士昏礼》疏《礼记·内则》疏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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